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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營互聯網企業的 

「非正式」監管：以黨建為例

● 馬愛芳、胡泳

摘要：儘管當前研究中國政府對企業「正式」監管的文獻浩如煙海，但對政府監管

企業所具有的「非正式性」，學界給予的關注仍較少。本文分析了中國政府對民營

互聯網企業「非正式」監管的多種方式之一，即推進互聯網企業黨建（基層黨組織建

設）。黨建可以同時服務於多個目標，如督導民營企業的活動、吸納優秀民營企業

家入黨、影響企業決策、推薦優秀黨員職工擔任關鍵職務等。基於2020年中國互

聯網100強企業黨建的經驗，本文指出，非正式監管是對正式監管的重要補充，可

以幫助政府更加靈活地監管互聯網企業。然而，非正式監管並非完美無瑕。大多數

互聯網企業在黨建中表現出明顯的功利性，只有當參與黨建對其有利或有必要時，

才會積極參與其中。相反，無需通過參與黨建來獲得庇護的企業對黨建熱情不高，

主要依賴海外市場創收的民營互聯網企業對黨建的消極態度就是典型例證。

關鍵詞：「非正式」監管   非公有制企業黨建   民營互聯網企業   基層黨組織   十八大

一　引言

本文探討中國政府對民營互聯網企業的「非正式」監管（informal regulation）。 

「非正式」監管是對「正式」監管（formal regulation）的重要補充，可以幫助監管

機構到達正式監管無法觸及的領域。本文採用監管者和監管手段兩個標準 

區分正式監管和非正式監管。在現有監管學研究中1，「監管」有三重含義：

（1）目的性明確的規則；（2）國家干預經濟的所有方式；（3）由任何人或機構實

施的、對社會進行管理控制的所有方式2。如果（1）和（2）明顯屬正式監管，

（3）則屬非正式監管的範疇。

第一重含義是對「監管」一詞最狹義的理解，把監管定義為「頒布一套權威

性的規則，並輔以某些機制，通常是一個公共機構，來監督和促進對這些規則

的遵守」。在這一定義中，監管機構通過目的性明確的規則監管企業。第二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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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學術論文 義包涵更廣泛的範疇，將監管理解為「國家所採取的、用來影響商業或社會的所

有行為」；它蘊含的監管手段更加多樣，既包含以監管者直接下達指令為基礎的

監管方式，也包括使用經濟激勵（如稅收優惠或政府補貼）、訂立合同、資源配

置、提供信息或其他方式3。將（2）看作正式監管有兩個原因：第一，監管過

程由具有正式監管權限的國家機構主導；第二，監管規則具有約束力，企業違

背規則的行為會觸發懲罰。鑒於此，（1）和（2）都符合正式監管的兩個前提：其

一，國家機構作為監管者；其二，以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則作為監管手段。

在上述兩個維度上，（3）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將所包含的監管手段拓展到

那些「並非由國家行為所導致的機制，或者並非是制度安排的組成部分，包括

能促進行為改變的社會規範和市場影響」。根據（3），目的性（intentionality）並

不是定義監管必不可少的因素。相反，任何能影響被監管者行為的做法都可

以稱為監管4，因此，非國家行為體也可以成為監管者，沒有約束力的規則

也可以影響被監管者的行為方式。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監管的第三重定義在監管機構和監管手段方面與

「治理」（governance）一詞具有多重相似性。當前學界對「監管」和「治理」二詞

交換使用的情況較多，二者已經成為口袋式詞彙，無所不包；為了將二者從

混亂的使用中區隔開來，我們認為有必要對二者進行較為清晰的區分。治理

理論的創始人羅森瑙（James N. Rosenau）將「治理」定義為一系列活動領域裏 

的管理機制，它是一個組織或社會自我引導的過程5。治理是指「不同的行為

協調模式」6，它遠遠超越了政體、政治和政策這些正式的方面7，表達了利

益相關方之間的平行關係，而非上下級關係8。相對而言，現有文獻表明，

監管比治理更強調政府行為者的監管者角色、監管者和被監管者的上下級關

係，以及使用具有約束力的文件作為監管手段。庫普（Christel Koop）和洛奇

（Martin Lodge）對現有討論監管概念的經典文獻進行了系統梳理，發現大部分

將監管看作政府行為者對經濟活動的有目的性的干預，儘管有些研究也把非

政府行為者視為監管者，但是此類研究較少；同樣地，政府行為者也很少被

監管學研究者當作被監管者9。鑒於以上對治理和監管兩個概念的區分，本

文使用「監管」一詞來凸顯中國民營互聯網企業黨建（基層黨組織建設）中政

府、政黨和企業之間的監管和被監管關係。

與非正式監管相比，現有文獻更多關注中國政府對民營互聯網企業的正式

監管，對1994年以來發布的法律和部門規章進行了深入系統的分析，探究了

中國當前的正式監管框架如何引發、維持並加深國家和企業在監管過程中的

不平衡關係bk。自2000年9月25日國務院發布〈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至

今，互聯網企業就一直正式肩負着管理網絡言論的任務，它們必須記錄互聯

網用戶的違法違規行為，並根據要求向監管機構（如公安機關）提供信息bl。

國務院將互聯網監管下放給企業以後，後者承擔了互聯網監管的經濟成本 

（如招聘內容審核員）和道德風險bm。這些正式規定給企業設立了諸多限制，

相反政府在監管過程中的自由裁量權較大。

民營互聯網企業對某些特定監管規定的實施，包括許可證制度、網絡實

名制和預安裝「綠壩—花季護航」（以下簡稱「綠壩」）過濾軟件等，過往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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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學者廣泛討論。在內容領域，互聯網內容提供商生產和編輯內容的活動

都需要遵守許可證制度，與官方媒體相比，民營互聯網企業處於劣勢地位，

因為它們不能自主採集或刊登自採的新聞信息。2012年12月28日，〈全國人

大常委會關於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對網絡實名制進行合法化，第六條明

確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不得向未提供真實身份信息的用戶提供網站接入服

務、信息發布服務或固定電話、移動電話等入網手續。民營互聯網企業要麼

「不情不願地」（half-hearted）實施網絡實名制bn，要麼「違心服從」（discontented 

compliance）該規定bo，因為網絡實名制降低了微博等平台的互聯網流量bp，

對平台的收入和影響力都有負面影響。2009年民營互聯網企業違背工業和信

息化部（工信部）的規定，推遲或拒絕預安裝「綠壩」的行為引發關注bq。然而， 

與實施許可證制度和網絡實名制不同的是，由於「綠壩」過濾軟件引發了較大

的社會爭議，工信部最終放棄了這個不受歡迎的計劃br。

近年，中國政府對民營互聯網企業的非正式監管雖逐漸引發學界關注，

但與此相關的研究與正式監管相比仍較少。蔣敏指出，中國政府同時通過正

式和非正式的方式監管互聯網企業和網民bs，米爾霍普特（Curtis J. Milhaupt）

和鄭文同則使用「法律」和「法律外」（extralegal）的概念指代正式和非正式監

管。法律外的監管方式有三種，包括工業協會、與企業經營者談話，以及通

過隱性的方式努力說服企業參與政府主導的工業重組。法律外的監管方式 

在兩個方面與本文對非正式監管的定義吻合：第一，非國家行為體承擔監管

者的角色，例如工業協會。第二，監管並非通過正式約定的規則來實施，而

是借助其他沒有強制約束力的方式，例如談話和勸說等。他們提出「制度橋」

（institutional bridging）的概念，即「通過調動公司主管工作、開展人事交流和

允許企業高層經理身兼數職而形成的密集且穩定的關係網絡」，濃縮了中國政

府非正式監管的相關特徵bt。此外，學者對半官方性質的中國互聯網協會推

動互聯網行業自律也給予密切關注ck。學界也討論了內容監管機構如何運用

特殊方法確保民營互聯網企業不會越過紅線，如宣傳部門給公司定期發出指

示、由政府招聘內容審核員等cl。

目前關於民營互聯網企業非正式監管的研究有兩個方面有待推進，這也

是本文希望作出貢獻之處：第一，現有文獻對正式監管和非正式監管的討論

一般不會特別加以區分。鑒於這兩種監管方式在中國經常同時使用，學者在

大多數情況下不會分開來談。然而，我們認為將正式監管和非正式監管分開

討論很有必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揭示二者在協助中國政府實現監管目標過

程中發揮的不同作用。在威權背景下，正式監管和非正式監管發揮的作用有

很大不同，非正式監管具有的靈活性、適應性和隱性約束力，可以讓監管者

以事半功倍的方式達成監管目標。與正式監管相比，非正式監管不需要監管

者向公眾提供系統的解釋，減少其面臨的輿論壓力，實際上延伸了監管者權

力的觸角。第二，目前有關非正式監管的學術討論較少涉及民營互聯網企業

的黨建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非本土學者較少能夠獲取有關中國民營

互聯網企業的黨建數據，而我們認為關於民營互聯網企業黨建的研究至關重

要，因為它能揭示中國政府實施的非正式監管在監管方法上的多樣性。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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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學術論文 我們的觀察，儘管企業官網一般都有中文和英文兩種版本，但是與黨建有關

的信息只在中文版網站上可供檢索（如網絡遊戲公司廈門吉比特），這反映出

企業一般認為黨建是不宜向非中文語境的用戶開放的內容。

如前所述，非正式監管有多種方式，本文重點探究其中一種，即民營互

聯網企業建立基層黨組織。本文要回答的核心問題是：官方推動黨組織的建

立如何有效擴大中國政府權力的觸角？我們將首先簡要論述黨建在中國民營

經濟中的推進歷程；其次特別考察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

來民營互聯網企業陸續設立黨組織的情況；再次通過具體實例分析作為一種

非正式監管手段，推動民營互聯網企業黨建在何種程度上延伸了政府權力的

觸角；最後給出結論。

二　民營企業黨建歷程

在回顧中國民營互聯網企業的黨建歷程以前，有必要解釋為甚麼黨建可

以被認為是一種非正式監管。我們認為有三個原因：第一，黨建主要是由黨

的機構而非國家機構推動。總領黨建工作的兩個機構——中共中央組織部（中

組部）與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網信辦）是黨的機構，它們向黨

中央而不是國務院匯報工作。

第二，從治理方法上看，儘管黨建也會依靠正式頒布的規則，然而黨建

的一個鮮明特徵在於實施過程具有高度靈活性，並且視情況而定。上級黨組

織會和相關企業的負責人協商，制定恰當的黨建方式（如設立黨支部、黨總

支、黨委或共產主義青年團）。如果說正式監管在實施階段對企業一視同仁，

那麼在非正式監管框架下，企業更有可能根據其各自情況受到差別對待。另

外，在推動非公有制企業黨建（以下簡稱「非公黨建」）落地的過程中，有很多

規則並無強制性，例如上級黨組織不能決定企業基層黨組織的書記人選，也

不能決定基層黨組織要開展的活動。

黨建主要是由黨的機構推動。（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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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正式監管和非正式監管的區別在於前者的目標會公開地宣布， 

並在實施過程中被嚴格遵守，而非正式監管的目標比較模糊和隱蔽——儘管

監管者也會把監管目標公諸於眾，但是它們有可能不是監管者真正想要實現

的目標或主要目標。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修訂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 

第三十三條對黨組織的角色作了如下概括：「非公有制經濟組織中黨的基層組

織，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引導和監督企業遵守國際的法律法規，領導工會、

共青團等群團組織，團結凝聚職工群眾，維護各方的合法權益，促進企業健

康發展。」cm但實際上，黨建的主要意圖要比該條款複雜得多，而且出於政治

需要，監管者往往不能真誠地告知公眾。如論者指出，民營互聯網企業黨建

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協助政府減輕企業在意識形態領域對其構成的挑戰cn。由

此可見，在非正式監管領域，監管者公開表達的監管目標往往和真實意圖有

差距，並且因為公共可見性較弱且難以追溯。鑒於非正式監管目標的模糊性

和隱蔽性，它比正式監管更能滿足監管者的私利：一方面，可以保護監管者

免於承擔公共壓力；另一方面，其靈活性可以幫助監管者僅通過採取一項措

施，就可以同時實現多個政策目標。以下對民營互聯網企業黨建的分析可以

有效地證實這一點。

非公有制企業（以下簡稱「非公企業」）設立基層黨組織在中國並不新鮮。

早在1996年9月，位於天津的天山集團就設立了中共石家莊高新技術產業開

發區第一建築工程公司支部委員會，是河北省最早成立黨組織的非公企業之

一co。在非公企業推動黨建有多重目標，除了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團結群眾， 

還與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標有密切關係，即消除不斷壯大的民營經濟可能對政

府權威產生的消解作用cp。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長期以兩位數的百

分比高速增長。隨着民營經濟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日益凸顯，對於民營企業內

部基層黨組織覆蓋不足問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表示擔憂：1999年

底，民企總數超過158萬，其中只有1.5%成立了基層黨組織cq。在2002年召

開的黨的十六大上，江澤民明確提出民營企業家可以入黨，會上同時把2000年 

2月江澤民在廣東高州市考察時首次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正式納入《中國共

產黨章程》，這一提法有別於中國共產黨主要依賴無產階級的傳統說法，認為

黨代表中國最先進生產力的前進方向，這意味着不僅傳統的無產階級（工人和

農民），有產階級（如在民營經濟中取得成功的企業家）也成為黨的群眾基礎cr。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黨組織對非公企業的覆蓋，

這一趨勢在過去二十年得到強化。隨着民營經濟的壯大cs，黨管控民企的 

需要也更為迫切。2000年9月13日，中組部發布了第一個專門指導黨建的文

件，要求所有非公有制經濟組織，若有三名以上黨員，都應當設立黨組織ct。 

2017年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三十條規定，「企業、農村、機關、學校、

醫院、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組織、人民解放軍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

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dk。一般而言，如果

黨員數量在三至五十人之間，基層單位（包括民企）應當成立黨支部；如果黨

員數量在五十至一百人之間或超過百人，黨支部應當升格為黨總支或黨委；

如果黨員數量不足三人，可以和其他有黨員的公司設立聯合黨支部。如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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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學術論文 際需要，即使黨員不足百人，上級黨組織仍可決定在該單位設黨委。作為組

織性和紀律性較強的團體，基層黨組織可以協助上級黨組織和企業協調性地

開展行動和交換信息。另外，在民企設立黨組織顯示了黨的存在，用馬利德

（Richard McGregor）的話來說，就是「在一家民企的大門掛上黨的牌子可以讓

所有人明白到底是誰在總攬全域」dl。

在2012年3月21日召開的全國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時任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闡述了推動非公黨建的總體要求，認為加強和改進非公黨

建，需要加強「兩個覆蓋」（黨組織覆蓋和黨的工作覆蓋）、發揮「兩個作用」（既

要在職工群眾中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又要在企業發展中發揮政治引領作用）和

建設「兩支隊伍」（黨組織書記隊伍和黨建工作指導員隊伍）dm。同年5月，中央 

辦公廳發布的〈關於加強和改進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試行）〉，

提出了實現黨組織在非公企業全面覆蓋的目標。對於沒有黨組織的非公企業， 

上級黨組織可採取黨建準備措施，例如派遣黨建指導員、成立工會或設立共

青團。為確保黨對非公企業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中央辦公廳要求縣級以上黨

委設立專門機構督促非公黨建工作，而「對一些社會影響大、黨員數量多的大

型企業黨組織，可改變隸屬關係，由縣以上黨組織直接管理」dn。這些規定充

分體現出政府通過基層黨組織加強監管民企的決心。

基層黨組織在民營經濟中承擔六項職能：第一，宣傳貫徹黨的路線方針

政策；第二，團結凝聚職工群眾；第三，維護各方合法權益；第四，建設先

進企業文化；第五，促進企業健康發展；第六，加強自身建設。基層黨組織

對於企業內部事務沒有決定權，中央辦公廳鼓勵「探索建立黨組織書記參加或

列席企業管理層重要會議制度、黨組織與企業管理層溝通協商和懇談制度。

黨組織要邀請企業出資人、經營管理人員參加相關活動，注重發揮企業層中

黨員和黨員工會主席的作用，做好黨的工作」do。然而，以往基層黨組織對民

企的影響並不明顯，主要負責「疏導企業職工的不滿」，「提供倫理和精神引

導」，是一個個「在危機時刻被啟動的潛伏小組」dp。如果基層黨組織的書記不

是由該公司的領導擔任，他的權力有可能被公司管理層架空；如果高層經理

成為公司基層黨組織的負責人，他一般會以商業利益為重，相對忽視黨建，

使黨建成為維護公司利益的一種手段，而不是一個獨立的目標dq。按照馬利

德的說法，由於黨和國家領導人大多會到設有基層黨組織的企業視察，因此

黨建的一個重要用途就是使企業獲得接待國家級領導人參觀訪問的資格dr。

值得注意的是，非公企業基層黨組織作用不強的現狀在2012年召開的黨的

十八大以後有了重要變化，在民營互聯網企業中尤其如此。

三　十八大以來基層黨組織在民營互聯網企業的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中組部和網信辦的共同努力下，民營互聯網企業黨

建進展迅速，主要成就如下：「2014年以來，中央組織部把加強互聯網企業黨

建提上日程，持續調研推動，指導各地探索創新。2018年會同中央網信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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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召開全國互聯網企業黨建工作座談會，2019年印發指導意見，作出全面

部署。突出抓好體制機制，壓實網信部門抓行業黨建責任，31個省區市和近

80%的地級市依託網信部門建立互聯網行業黨委。突出抓好重點企業，推動

各地網信部門確定的722戶重點企業實現黨組織全覆蓋。突出抓好作用發揮，

重點企業中由高管擔任黨組織書記的佔76.7%⋯⋯」ds

此後非公企業基層黨組織的權力顯著增強，其表現之一是有愈來愈多的

黨員職工被推薦到企業關鍵的管理和技術崗位任職，體現了把黨員培養成業

務骨幹，把業務骨幹培養成黨員的要求。匯付天下是數字化支付領域的一家

重要企業，該公司30%以上的中高層領導是黨員dt。作為一家影響力廣泛的

視頻公司，愛奇藝65%的技術產品中心人員是黨員ek。廣州的網遊公司37互

娛，其高層管理層中黨員佔比高達46%el。另外，基層黨組織對發展黨員作用

顯著。如美團自2016年7月成立黨委以來，公司黨員數量從2016年的300多

人增加到2017年的697人em。37互娛2013年成立的黨支部在2018年成功升級

為黨委，表明該公司的黨員人數在五年間從不足五十人上升到百人以上。阿

里巴巴2000年成立黨支部，2008年隨着黨員數量增加到2,094名，升格為集團

黨委，下轄三個二級黨委、一個總支、兩個直屬支部en。根據首都互聯網協

會黨委（負責統籌推進北京市互聯網行業黨建）的數據，阿里巴巴的黨員職工

人數在2018年10月達到16,000人eo。

與此同時，基層黨組織在民營互聯網企業的覆蓋面也取得了巨大進展。

中國互聯網協會和工信部信息中心發布的〈2018年中國互聯網企業100強發 

展報告〉顯示，100強企業中有80家已建立基層黨組織ep。互聯網企業黨建在 

一些城市的覆蓋面尤其驚人，廈門市互聯網行業黨委宣稱，截至2018年12月

17日，在該市註冊的947家互聯網企業全部成立了至少一個基層黨組織，同時

「對用工人數100人以上的，以及全國互聯網百強、全省互聯網20強和市重點

企業，推動全部單獨組建黨組織」eq。截至2016年12月底，廣東省五千多家

民營互聯網企業有1,799家建立了黨組織，已有民營互聯網企業黨組織351

個，建立網絡黨組織（以微信等社交媒體開展黨的活動）229個，黨員人數

17,579名，按照「應建盡建」的原則，黨的工作覆蓋率達到100%er。在擁有

六十一萬家互聯網企業的北京，首都互聯網協會專職副會長楊蘇在2018年

稱，幾乎每周都會有企業上門申請成立黨組織es。

另外，民營互聯網企業黨建的形式也更具多樣性。其一，每個省和地級

市都成立了各自的互聯網行業黨委，其黨委書記往往由該省市的網信辦主任

和宣傳部副部長擔任。在北京等大城市，各個區近年來也成立了互聯網行業

黨委，如在2020年11月北京市朝陽區互聯網行業黨委宣告成立。互聯網行業

黨委的主要職責就是統籌推進並管理各自轄區內互聯網行業的黨建工作，並

為沒有黨員的互聯網企業通過統戰工作和群團工作等發展黨員。其二，互聯

網行業開展聯合黨建成為新模式並得以推廣。例如，在北京，聯動優勢黨支

部和中國移動平台部第三支部於2019年11月簽訂「黨建和創」活動倡議書，雙

方承諾將定期開展聯合黨建活動et。其三，鑒於互聯網企業年輕員工比重

大，一些不符合入黨條件的年輕職員加入共青團。多個互聯網企業在成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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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層黨組織以後又成立了共青團，如北京直播平台六間房（2020年4月）、上海

電商平台得物App（2021年1月）和深圳網遊公司創夢天地（2021年）。

值得注意的是，基層黨組織是吸納成功企業家的重要機構，例如基層黨

組織書記大多從企業高層管理者中產生，加入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的民營互聯網企業負責人或出資人，基本上都是由基層黨組織推薦

選舉產生的。如2020年初，深圳市互聯網行業聯合會黨委就推薦了十七名企

業負責人加入各級人大和政協fk。人大和政協是企業家和政府官員溝通的重

要場所，企業家可以就公共政策給政府官員反饋意見，也可以參與政府主導

的大型項目fl。被吸納進人大和政協的民營企業家成為中國共產黨各層級所

對應的關係網絡的成員，而非公企業的基層黨組織就承擔了遴選該關係網絡

候選人的重要功能。基層黨組織為拉近與民營互聯網企業的距離而作出的這

些努力，從根本上來看源於政府對民企的不信任，吸納民營互聯網企業經營

者進入由黨主導的各級人大和政協，有利於將那些有影響力的民營企業家置

於黨和政府的近距離觀測範圍之內，比較方便地獲知其經營活動以至思想狀

況。對民營互聯網企業而言，鑒於各級人大和政協均受黨和政府信任，加入

此類機構的好處在於可以更有效地給政府官員施加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看， 

吸納經營者加入各級政府機構是一個雙贏的舉措。

在民營互聯網企業內部，黨建和企業經營嵌入程度加深，在從事內容編

輯、網遊、金融和電子商務等影響力較大的民營互聯網企業，這種嵌入尤為

明顯。新浪微博是國內領先的社交平台之一，也是社會輿論形成的重要場所。 

2015年新浪微博成立黨委，「在首都互聯網協會黨委指導下，確立了『對內強

黨性，對外正導向，擴大同心圓，共建好平台』的工作定位，提出微博的每個

業務板塊都要建立黨支部，每個關鍵崗位都要有黨員把關，做到『塊塊有支

部，崗崗有黨員』，將黨員打造成微博的『紅色衞士』」。騰訊是另一家影響力

巨大的社交媒體公司，黨建與企業活動的深度嵌入對確保平台內容合規有重

要影響，例如騰訊全產品平台信息健康度超過99.60%，微信等關鍵產品平台

信息健康度超過99.88%。閱文集團是著名的在線閱讀平台，擁有兩萬多名簽

約網絡作家，閱文集團黨支部的重要功能之一在於努力促進簽約作家在內容

創作方面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擴大黨在作家中的影響力fm。

實踐表明，推動非公黨建除了可以加強黨對民營互聯網企業的管控，也

可以產生某些積極的社會效益，基層黨組織愈來愈成為促進民營互聯網企業

踐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推手。由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黨支部聯合阿里巴巴集團

黨委發起的「520愛DOU行動」，是該企業參與抗疫服務、鄉村科普、公益閱

讀、助老助殘等活動的重要形式。截至2022年6月22日，已有22,670名阿里

巴巴黨員和員工加入該行動，累計實現33,720個公益時（參與線下志願服務 

的小時數）fn。騰訊黨委每年組織開展黨員公益季，出台〈騰訊黨員公益時長

積分運營細則（試行）〉。騰訊黨員自發開展了「百萬微愛」、「特殊兒童關愛」、

「築夢新鄉村支教」等志願活動，2012年以來累計公益時長達兩萬多小時fo。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在美團黨委的組織下，截至當年3月10日，公司

有3,782名黨員共捐款26.45萬元，援助抗疫。同時，該公司在1月27日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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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緊急專供餐」行動，截至3月27日，累計為援鄂醫療隊提供免費食物、

糕點和水果9.36萬份fp。從上述可見，與正式監管相比，非正式監管更便於

黨推動民營互聯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因為它「因企制宜」，在實施過程中給

予企業較大的轉圜餘地，企業可根據自身情況選擇力所能及的公益組織形式。

四　2020年中國互聯網100強企業黨建狀況

作為非正式監管的一種方式，十八大以來非公黨建在民營互聯網企業的

覆蓋範圍明顯增強，有效實現了黨的多個監管目標，如推薦業務骨幹入黨、

促進黨建對企業經營活動的嵌入，並促使企業在追求商業利益的同時服務社

會公益。然而，僅從監管者角度分析非公黨建遠遠不夠，我們需要同時分析

民營互聯網企業如何應對黨建。企業是否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在內部成立基

層黨組織？企業是否在情感上認為成立基層黨組織是一件需要廣而告之的

事？我們以2020年中國互聯網100強企業（以下簡稱「100強企業」）黨建活動

為例，分析企業對非公黨建的應對策略。我們研究的民營互聯網企業來自中

國互聯網協會發布的2020年〈中國互聯網企業綜合實力研究報告〉fq。中國互

聯網協會和工信部信息中心從2013年11月開始，每年發布100強企業及相關

報告。儘管2018年的報告提供了100強企業的黨建信息，2019和2020年的報

告卻沒有包含這項信息。100強企業名單的制定考慮到以下四項因素：企業規

模、社會影響力、發展潛力和企業社會責任。鑒於這個名單匯集的企業來自

全國不同省份，且覆蓋了多個不同的經營範圍（網遊、視頻、音樂、資訊、電

商、數據服務等），所以具有較高的地區和行業代表性fr。

我們首先為這些企業建立統計表格，包含企業名稱、成立時間、總部所

在城市、經營活動範圍，然後詳細查閱每個企業的官網，確認這些企業是否

在其官網上提及「黨建」；如果沒有，再查找其他網站（如搜狐網和共產黨員網

等）以確定該公司是否有基層黨組織。為確保信息可靠性，我們查看多個資料

來源對信息進行交叉檢驗。2020年100強企業中包含11家國有企業和國有資

產控股企業，我們將其從數據庫中刪除。在中國，國企是國家資產的一部

分，它們參與黨建是系統性的，所以研究國有性質的互聯網企業開展黨建，

並不會帶來新發現。這些國有性質的企業，要麼是中央媒體（中央電視台、人

民網、新華網），要麼是地方國企（成都積微物聯、上海東方明珠、上海東方

網、湖南快樂陽光、山東浪潮集團和山東海看網絡科技），要麼是國企的子公

司（咪咕是中國移動設立的子公司；杭州邊鋒於2013年被浙報傳媒收購，成為

其全資子公司）。數據收集時間是在2021年8月。

除了11家國有性質的互聯網企業，其餘89家均為民營互聯網企業。根 

據統計，89家企業中有76家設立了基層黨組織，所以2020年基層黨組織在

100強企業的覆蓋率為85.39%。以黨的十八大為界限，十八大前後兩個時期分

別有57家和19家民營互聯網公司成立基層黨組織（圖1）。2012年的企業黨 

建數據被算入十八大前，原因是十八大當選的領導班子在2013年3月經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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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選舉通過以後才正式上任，所以不能對2012年民營互聯網企業黨建發揮

較大影響。

圖2顯示了民營互聯網企業發展歷程上的兩個特殊時刻：企業成立的時 

間和企業設立第一個基層黨組織的時間，二者存在一定的時間差，這表明 

企業並不是甫一成立就立刻設立基層黨組織。無論企業在哪一年成立，它們 

更多在2012年以後着手設立基層黨組織，例如2012年以前成立的57家互聯網

公司中，有38家是在2012年以後開始參與黨建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十八大

圖1　十八大前後成立的民營互聯網企業設立基層黨組織情況比較

9
2

9

4

57

1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成立於2012年以前 成立於2012年以後

互
聯
網
公
司
數
量

時期

■ 國有企業   ■ 民營企業(無基層黨組織)     ■ 民營企業(有基層黨組織)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根據中國互聯網協會：〈中國互聯網企業綜合實力研究報告（2020年）〉

（www.isc.org.cn/resource/editor/attached/file/20201026/20201029.pdf，2020年10月）編製，

圖2、表1來源相同。關於民營互聯網企業創立基層黨組織的信息來自相關企業的官網，以及人

民網、搜狐網、共產黨員網、知乎等網站。

圖2　民營互聯網企業分階段設立基層黨組織情況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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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是民營互聯網企業參與黨建最集中的時期，也是以中組部和網信辦為代

表的黨的機構通過非公黨建加強對民營互聯網企業的非正式監管強度最大的

時期。

以上分析表明，以2012年為分水嶺，2012年以後是非公黨建在民營互聯

網企業中推進速度最快的時期，它證實了前文所提到的中組部和網信辦在這

一時期推動非公黨建工作所取得的積極成效。圖2也表明企業總體上配合非公

黨建的工作，紛紛設立基層黨組織，以示對黨的工作的擁護。然而，是否有

民營互聯網企業不積極參與非公黨建工作呢？表1匯總了2020年100強企業中

13家民營互聯網企業的信息。儘管我們不能完全確定這些企業沒有設立基 

層黨組織，然而在查證了多個信息來源（包括企業官網、中國大陸最有影響力

的資訊類平台和網站、英文網站）以後，我們發現這些企業沒有在網絡上發布

任何關於參與黨建的消息。對於這一結果，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它們確

實沒有設立基層黨組織，所以網絡上查不到任何相關信息；第二，它們可能

有基層黨組織，但是企業選擇不公開這些信息。無論哪種解釋較符合現實情

況，至少可以表明這些企業對於設立基層黨組織持謹慎乃至消極的態度，不

認為公布黨建消息可以對其商業利益起促進作用；即使它們有基層黨組織，

也可以推斷這類不被公開的組織在企業內部發揮的作用較弱，被企業領導層

有效牽制。鑒於此，我們默認這13家企業未積極參與非公黨建。

表1顯示13家民營互聯網企業不積極參與黨建與其經濟重要性和所從事

的行業存在一定相關性。除了上海連尚網絡和鵬博士，其餘11家企業都排在

100強企業的第五十名或以後，有8家企業排在第六十名以後。比較而言，前

三十強企業都設立了基層黨組織。從這一點可以大致推斷出，經濟重要性顯

著的民營互聯網企業是否參與黨建受到政府更多的關注。另外，不積極參與

黨建的民營互聯網企業大多不從事和內容生產有關的工作。與其他設有基層

黨組織的大型網遊公司類似（如廣州趣丸和廈門吉比特），北京昆侖萬維似乎

也應該積極參與黨建活動。然而，該公司的特殊之處在於大約有70%的收入

來自海外市場，對國內市場依賴性較弱，可能不太需要通過參與黨建的方式

尋求政治庇護或者抵抗地方政府的壓力。

民營互聯網企業所經營的業務性質似乎比經濟實力更能解釋該公司是否

積極參與黨建。2020年100強企業中排在最後十名的企業經濟實力相對較弱，

但那些從事與內容生產有關的企業參與黨建的可能性較高。例如趣丸在100強

企業中位列第94名。該公司成立於2014年，在2018年4月成立了黨支部，其

積極參與黨建的努力為它贏得了「中央網信辦全國百家重點黨建企業」的榮 

譽fs。位列第96名的吉比特與趣丸的情況有相似之處。2012年7月，吉比特

成立了黨支部，隨着公司黨員數量增多，該黨支部在2018年3月升格為黨總

支。趣丸和吉比特的黨建歷程是中國大多數互聯網內容提供商的寫照。由於

它們的收入主要源自內容，而內容能影響社會輿論和大眾心理，因此比經營

共享單車或網聘等平台更容易引起監管者的關注。無論其經濟影響力如何，

它們都更加積極地參與黨建以消除監管機構的猜疑，排除對公司經營活動不

必要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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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國政府持續推動非公黨建源自其對民企的不信任，這種不

信任實際上是黨對實力強大的民營經濟可能危及其執政地位的疑慮，而加強

民企和黨的利益捆綁是緩解這種不信任的重要途徑之一。推動民營互聯網企

業設立基層黨組織的做法和2002年以來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的做法在本質上

有相似之處，二者都是為了實現公私利益的捆綁，使民企背離黨的領導所造

成的風險超過它們所能得到的好處。利益捆綁一旦實現，民企將會支持中國

共產黨在國內的長期執政地位，因為正是在這種政治體制中，民營企業家才

獲得了致富的可能性ft。

五　討論和結論

本文以十八大以來民營互聯網企業黨建為例，分析了中國政府對民營互

聯網企業開展的非正式監管。本文的分析傳遞出以下幾個重要信息：首先，

表1　不積極參與黨建的民營互聯網企業經營活動概覽

序號 企業名稱 經營活動 排名 成立時間 總部

1 上海連尚網絡科技有限
公司

企業服務、企業
上網安全

39 2013 上海

2 鵬博士電信傳媒集團股
份有限公司

互聯網數據中心 48 1985 成都

3 上海鋼銀電子商務股份
有限公司

企業服務 50 2008 上海

4 北京網聘諮詢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 52 2000 北京

5 北京昆侖萬維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遊戲 57 2008 北京

6 前錦網絡信息技術（上
海）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 61 1998 上海

7 北京光環新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互聯網數據中心 70 1999 北京

8 深圳市房多多網絡科技
有限公司

房地產和房屋租
賃

79 2011 深圳

9 上海創藍文化傳播有限
公司

企業短信驗證碼
服務

80 2011 上海

10 多點生活（中國）網絡科
技有限公司

網購 83 2015 北京

11 匯量科技集團 廣告技術服務和
營銷技術服務

85 2013 廣州

12 江蘇零浩網絡科技有限
公司

物流 87 2015 南京

13 浙江華坤道威數據科技
有限公司

融合媒體雲、數
據管理

99 2000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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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推動企業黨建有一定的選擇性。一般而言，一家民營互聯網企業經濟實力

愈強，愈有可能建立基層黨組織。如論者所言，「作為一個龐大的組織，中國

共產黨喜歡同那些有規模、有影響力的企業打交道，而不是江澤民曾經提到

的那些個體戶」gk。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從事與內容生產有關的互聯網企業比

從事其他領域的互聯網企業更有可能參與黨建。由於它們對黨在公共輿論場

內的主導地位構成一定挑戰，因此積極參與黨建是打消監管機構顧慮的有效

方式。企業在設立基層黨組織問題上仍表現出較強的功利性，例如主要依賴

國內市場創收的互聯網企業比依賴海外市場創收的互聯網企業對黨建工作表

現出更大的熱情。這對於探討國內目前的政府和企業關係具有重要意義，即

企業的功利性表明，如果政府無法為其提供持續的政策激勵，民營互聯網企

業與政府結成的聯盟也將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態。換句話說，民營互聯網企

業對監管者表現出的更多是一種「有條件的忠誠」（contingent loyalty）。

其次，黨的機構和國家機構分別主導市場監管的不同方面。具體而 

言，國家機構（如工信部）主要負責正式監管，而黨的機構（如中組部和網信

辦）或如余有卿所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機構」（socialist politico-economic 

institutions）主要負責非正式監管gl。中國是一黨執政的國家，即以黨治國gm， 

因此非正式監管和正式監管的重要性不分伯仲，非正式監管的重要性在決策

問題上甚至超過正式監管。這一監管格局將中國和實行多黨制的國家在兩個

方面區別開來：第一，在實行多黨制的國家，國家機構而不是黨的機構對市

場監管起主導作用，因為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可以長期主導國內政治；第二，

實行多黨制的國家往往以正式監管為主，以非正式監管為輔，因為執政黨定

期輪換，使得市場監管主要依賴具有獨立地位且長期存在的職能機構，而不

是穩定性較弱的政黨控制機構。

本文分析表明，推進民營互聯網企業黨建的確有利於增強政府對民營經

濟的監管。非公黨建是對正式監管的重要補充，加強了黨在民營企業的存

在。正如前文指出，推動非公黨建可以同時服務於多個目標：對民營企業的

活動進行監督、吸納優秀民營企業家入黨、影響企業決策、推薦優秀黨員職

工擔任公司關鍵的管理和技術職務、及早發現並化解工人的不滿情緒，等

等。由於政府不能直接干預民營企業的經營活動，以上這些目標很難借助正

式監管的方式加以實現，而非正式監管的方式把政府權力的觸角延伸到正式

監管無法觸及的領域，所以客觀上延伸了政府的監管長臂。

總括而言，本文是對威權背景下非正式監管進行概念化的初步努力。在

這篇文章的基礎上，未來學者可以從兩個方面對這一課題做更深層次的探

索。首先，本文主要研究了一個特定國家（中國）對一個特定行業（互聯網行

業）開展的一種特定方式（非公黨建）的非正式監管。鑒於本研究在地理範圍和

行業範圍上的局限性，學者可以探索其他行業中以更多方式開展的非正式監

管。跨行業研究既有助於總結出與非正式監管有關的、更具推廣性的結論，

也有助於揭示出經濟行業和監管方式之間存在的關聯性。其次，繼續深入探

究正式監管和非正式監管在兩種不同制度背景下的關係：一方面是實行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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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多黨制的國家。對這兩條研究路徑的探索有助於得出對不同國家和不同

政權具比較意義的新發現，同時揭示出促使監管者選擇正式或非正式監管的

不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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